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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数智时代的性别治理·

数智时代的性别治理：
理论反思、实践创新与风险规制（笔谈）

佟　 新　 宋少鹏　 刘小楠　 周旅军

［编者按］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平台全面重塑社会生产、家庭生活与公共治理，数智浪潮既为妇女发展拓宽路

径，也带来算法偏见、网络性别暴力、新型数字分工等全新挑战。 基于上述背景，本刊特邀四位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

展开讨论，意在打破技术中立迷思，立足本土现实搭建数智时代妇女研究新问题框架，期待学界持续深化研究与对

话。 佟新立足妇联治理场景，梳理线上家事调解、大数据风险预警、诉调对接等数智赋能新模式，总结基层维权增效

经验，同时直面数据壁垒、数字鸿沟、线上调解共情不足等现实困境。 宋少鹏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反思技术拜物

教，辨析工业时代性别研究提问的局限，提出数智化重构生产资料与价值边界，妇女研究不能仅聚焦平等参与，更要

追问妇女参与塑造数字生产关系的权利。 刘小楠从人权法治视角界定网络性别暴力，剖析算法复制父权偏见的内在

逻辑，梳理国内外治理规范，针对立法、平台责任、受害者救济短板，提出系统化法治治理路径。 周旅军提出 ＡＩ 兼具

破坏、治疗、建设三重作用，指出技术偏向由治理规则决定，倡导“社会科学在环”，将性别平等前置嵌入技术研发全

过程，实现科技向善。 四篇文章实践、理论、法治、技术视角互补，形成了完整讨论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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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妇联工作的能力建设

———以线上“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新模式为例

佟　 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数智赋能妇联工作的能力建设，是指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小程序 ／智慧平台为载体，助
力妇联工作在妇女服务和维权领域的普及、精准与高效。 这促使妇联组织在数智社会来临的当下

不断拓展工作范围、提高利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各级妇联组织提升数智素养和管理能

力，应对数智社会的全面挑战。 笔者以“妇联＋”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模式为例，分析妇联组织在有

关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工作中借助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的工作拓展及面临的挑战。
《新时代中国推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实践与成就》白皮书中的数据指出，截至 ２０２４ 年底，妇联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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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 ３６９０ 个县级以上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推动婚调组织入驻综治中心、诉讼服务中心、
社区警务室，并在村（社区）建设婚调工作室，２０１６ 年以来调解案件近 １３６ 万件。 ２０２３ 年，司法部表彰

的 ９９９ 名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中女性为 ２９５ 人，占 ２９．５％①。 全国妇联推动各地建立的婚姻调解委员

会中有专职和兼职婚调员 ７．８５ 万人，常态化开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服务。 广大妇女活跃在社区

工作者、网格员、楼栋长等岗位上，为建设平安和谐社区发挥重要作用。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妇联

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与司法和民政系统有着深入的联结，作为专门帮助百姓处理家庭矛盾的

公益机构，这些机构免费或低成本地帮助当事人化解离婚纠纷、赡养抚养纠纷、家庭财产分割、继承、
家庭暴力等问题，有些调解室还提供心理疏导和法律咨询。 数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妇联组织拓展

线上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带来了新的机会，为妇联履行婚姻家庭矛盾源头化解的核心职能提供了新

模式。
数智赋能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新模式之一是依托 １２３３８ 热线拓展线上调解。 它以 １２３３８

维权热线、智慧妇联平台、法院在线诉调系统、小程序 ／视频云端诊室为载体，把传统线下的家事调

解搬到线上，构建起源头预警—线上接待—远程调解—部门联动—司法确认—回访巩固的全数字

化闭环，即通过 １２３３８ 热线实现了线上工单分派和三级妇联闭环处置。 在 ７×２４ 小时热线之外，还
拓展了微信端 １２３３８ 的一键提交诉求和扫码上报。 由接线员初判纠纷类型，如夫妻矛盾、家暴、亲
子、财产、离婚冲动等，系统自动生成电子工单，按属地分派至乡镇 ／村社妇联、婚调委。 其调解形式

涵盖了电话疏导、微信文字沟通、一对一语音调解以及复杂案件的视频调解等。 其中的联动机制对

家暴警情非常关键，实现了一键对接公安，涉未成年人案件联动教育、民政等部门，疑难案件推送法

院诉调对接通道等。
数智赋能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新模式之二是智慧平台三色预警机制的创建，其重点是大

数据建档＋红黄蓝风险分级＋主动预警＋线上派单调解。 以十堰市茅箭区的“Ｅ 掌通”为代表，该平

台整合网格员走访、１１０ 家暴警情、民政婚姻登记和既往调解记录，建立一户一档家庭数字档案，从
而实现智能分级———蓝色代表日常琐事、沟通矛盾等，基层妇联线上自主调解；黄色代表冷战、分
居、多次争吵等，婚调员线上介入＋定期跟踪；红色代表家暴、轻生倾向、未成年人受侵害等，系统自

动高亮、提级督办、多部门紧急联动。 由此实现了纠纷响应时长压缩 ６０％，调解周期从 １５ 天缩短至

１ 天，家暴警情同比明显下降的成效②。
数智赋能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新模式之三是“妇联＋法院”的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婚姻家庭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

机制的通知》，通过法院与妇联协同发力、优势互补，更好地为妇女和家庭提供可感可及的调解服

务，其制度规范化程度最高。 “总对总”的在线家事调解机制表现为：①入驻通道：妇联婚姻家庭调

解委员会整体入驻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②全线上流程：法院诉前委派案件→线上分发给妇联特

邀调解员→多方视频远程调解→电子签署调解协议书→线上一键申请司法确认，全程无需跑法院；
③法律效力：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备强制执行力。 由此做到家事矛盾早发现、早介入，缩短调

解周期，降低家暴等极端事件发生率，加强了相关部门的协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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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新模式之四是多种形式的过程参与和宣传教育。 一是短视

频、直播、云端宣讲、ＡＩ 内容生产等，打造了线上巾帼宣传和谐家庭发展的阵容。 如甘肃天水市的

“秦姐姐云上共读”，组织三八红旗手和最美家庭录制短视频，公众号分期展播，线上普法、家风科普

实现全域扩散，突破乡村地域局限。 用 ＡＩ 快速生成宣讲稿、活动文案、家风短视频脚本，批量产出

巾帼宣传素材。 各地妇联打造了一批线上家风馆和最美家庭数字展厅，发挥了文明家庭的示范

效应。
但也应当看到，数智赋能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依然存在诸多难点。
第一，存在一定的数据壁垒，跨部门数据共享存在困难。 婚姻登记信息、公安家暴警情、１１０ 出

警记录、法院家事案件、民政困境家庭台账、卫健妇幼健康档案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受数据安全、属
地管理、保密规则等约束，难以常态化实时互通。 第二，源头数据采集碎片化。 各区县自有维权平

台、１２３３８ 工单系统、法院在线调解平台等缺少全盘兼容性考虑，难以了解全域家事纠纷态势。 基

层网格员和村社妇联执委的信息录入存在滞后性，工作难度大且琐碎，各类矛盾的当事人会刻意隐

瞒家暴、分居、轻生倾向等关键信息，导致有关风险家庭的数字档案不完整，预判效果有限。 第三，
由于婚姻家庭领域事务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当事人的隐私需求导致数据的收集存在伦理障碍。 第

四，线上调解工作难以共情。 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高度依赖情绪安抚、肢体观察、现场氛围引导等

技巧。 线上视频和语音沟通缺少面对面的共情感知，对于多年积怨、婆媳深层矛盾、创伤型家暴受

害者等，很难解开心理症结、顺利开展调解工作。 此外，家暴受害者在共同居住空间内线上求助，极
易被施暴者监听、控制，不敢完整陈述事实；异地调解时调解员无法确认当事人人身安全状态，紧急

避险、临时庇护的处置存在时间差。 财产纠纷、抚养权争议、婚内出轨取证等事实情况，难以在线上

仅凭双方口述核验，电子证据留存、质证流程不够规范。 第五，妇女并非同质性群体。 中老年、农村

妇女数字化能力不足，她们中大部分不会使用小程序、视频连线、电子签名等，只能依赖电话沟通；
偏远乡村网络信号不稳定，视频卡顿或中断会影响调解连续性。 且线上缺少“活人感”，部分当事人

不信任电子调解协议和线上文书效力，拒绝线上签约，期望建立线下联系。
调查发现，目前基层妇联组织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具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和扎实的专业知

识，其中女性调解员占比达 ９０％。 她们的工作方式主要是面对面调解，其对数字平台的应用以

建立调解员微信群为主，在微信群中沟通情感和服务困扰，相互讨论并提供专业性的解答。 其依

然通过手写记录完成资料收集工作，并上报上级妇联组织，由妇联组织进行数字化汇总。 相关访

谈表明，调解员更加认可面对面的工作方式，强调共情和身体语言对建立信任的作用，她们认为

只有建立了信任，调解工作才能顺利展开。 因此调解员们也怀疑数智技术在应对每个家庭差异

化的情感诉求上所能起到的作用。 可以看到，让数智技术真正助力婚姻家庭纠纷调解还有很长

的路要探索。
微博、知乎、豆瓣、小红书、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媒介空间中的短视频、直播、云端宣讲、ＡＩ

内容生产等宣传工作具有日常化、情绪化和碎片化的特点，其宣传效果很难与平台流量机制建立联

系，妇联组织的宣传工作需要有很强的话题传播和情感联结的能力。 数字女性主义在反思中发现

数字技术既可以为女性提供参与机会，也可以制造出“懒汉行动主义”式的低成本表态，即以点赞、
转发、情绪宣泄代替持续的行动①。 这需要妇联组织通过有效的参与，为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平等问

题提供稳定的专业服务、法律援助和政策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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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尚仪：《赋权还是“懒汉行动主义”———反思数字女性主义实践》，《视听》，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数智时代，妇女研究该从哪里开始提问

———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的若干思考

宋少鹏ａ，ｂ

（中国人民大学 ａ．中共党史党建学院；ｂ．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８６）

数字技术、算法、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具身机器人正迅速进入生产、消费、教育、医疗、家
庭与社会治理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各类媒体报道中，在人们的乐观期待中，笔者感受到国人

产生了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相似的情绪：热情拥抱现代化以及怕被踢出“球籍”的焦虑。
当年的妇女研究界除了与政界、学界共享这种现代化的热情外，也从妇女立场出发忧虑妇女与现代

化的关系。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妇女研究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们追问：妇女与现代化

是什么关系？ 现代化对妇女到底是好是坏？ 她们担心妇女被这趟已经出发的中国现代化列车抛

下。 在《山东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主办的“数智赋能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创新论坛”的会场上，笔
者感受到了类似的时代情绪与问题意识：数字技术对于妇女是好是坏？ 妇女能否赶上数智时代这

趟历史列车？ 如果说妇女被抛下了，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妇女拥抱新技术？ “性别”视角正在成为评

判此类问题的标准指南。 但笔者还是有些困惑，拿出来供大家批评讨论。

一、数智时代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时代吗？

今天，人们频繁使用“数字时代”“数智时代”等概念，似乎是在用一个新概念呼唤一个新时代

的到来，而不是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这种乐观基本建立在技术中立假设以及技术让明天更美好的

浪漫想象之上。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项技术的发明及其应用并不自动构成一个新的历史

时代，蒸汽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立即踏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的发明也不等于数字社会随即

到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如何判断“时代”有过这样的论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

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
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

生产的因素。 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 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

须结合起来。 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③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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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时代”的判断，始终要将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与生产的

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察。 技术不只是生产力的“测量器”，关键还在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
同时，社会本质区别的标识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依此判断“社会结构

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新时代呼啸而来，当我们感知它可能或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存方

式与社会关系时，我们似乎更应警惕“技术拜物教”陷阱，避免把未来全部寄托于技术进步，忽视技

术存在所依托的所有权关系和生产关系，以及技术可能改变的生产过程及社会交往方式。 只有当

一种支配性技术正在改变社会基本结构时，技术变革方可作为一个时代到来的标识。
如果说当下使用类似于“数智时代”这样的词语，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未来期盼的修辞性表达，那

么在一种可能的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妇女的提问就变得更为必要了。 那么，我
们该如何提问？ 什么样的问题对于未来社会的建构有建设性力量？ 在一个有可能开启的数智时

代，性别视角是否仍是一种有效视角？ 性别视角的有效性与有限性会如何体现？

二、工业时代与女性主义的提问

女性主义诞生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 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把生产从家庭中剥离出来，集
中于工厂等特定的高度组织化生产空间中，使得家庭成为劳动力再生产和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并
由此强化了公共与私人、生产与再生产、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之间的制度性区分。 在这一结构中，
男性更多地被规定为生产者和家庭供养者，妇女则更多地被配置为妻子、母亲、家务劳动者和照料

者，她们被排除在教育、职业、财产和政治权力之外，其经济依附地位又进一步加强了她们在家庭和

社会中的从属位置。 因此，现代女性主义的一项核心历史任务，便是争取妇女作为平等主体进入社

会大生产和一切公共领域的权利，并由此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深刻历史正当性的问题：妇女能否平等

接受教育？ 能否公平进入劳动力市场？ 能否实现同工同酬？ 能否获得财产权和政治参与权？ 能否

公平地接触技术、管理和公共决策领域？ 在数智时代，这些问题并没有失效。 女性难以进入信息技

术与人工智能行业核心岗位，在风险投资和技术决策领域的话语权明显不足，数字接入差距、技术

技能差距和算法的性别歧视问题依然存在。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女性主义，主要面对的是一种排

斥型结构：妇女被排斥在正式劳动和公共权力之外。 解放往往被理解为进入、参与及平等代表。 正

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歧视的定义：“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
影响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①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女性主义理论

认为，生产与再生产的性别化分工既是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障碍，也影响了女性在私人领域的平

等。 由此出发，女性主义的提问与工作目标是消灭这条边界线，因此也可称之为围绕边界的斗争。
如果我们预期到数字 ／数智技术可能会深刻地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甚至已经改变生产与生活

的边界线，那么，仅仅追问妇女能否平等进入由数智重构的生产体系是否足够？ 相对于正在发生的

结构性变化，性别是否仍然是一个有力量的提问出发点？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新
的时代不是从历史真空中诞生，它必然是在旧时代的胎胞里产生的。 那么，妇女 ／性别是以何种方

式参与到这场历史变革之中？ 我们如何看见妇女？ 在这个正在发生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中，妇女处于何种位置？ 站在妇女的角度，我们该如何提问？ 这个提问是否继续从“性别”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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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平等参与？ 工业时代的提问方式是否仍然有效？

三、数智化究竟在改变什么？

如果数智化只是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那么妇女研究可以继续沿用机会平等和技术赋能的框

架提出问题。 但如果数智化正在重构生产资料、劳动组织和价值形成的边界，那么妇女问题就必须

置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之中重新提出。
数智化时代生产资料的构成正在改变。 工业时代的核心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厂房、机器和资

本，数智生产则越来越依赖数据、算力、算法、模型和平台。 更重要的是，数智技术开始承担人的认

知、判断与组织职责。 这意味着谁拥有数字资本，谁就可能拥有定义问题、制定标准、配置机会、组
织生产与组织社会协作的权力。 数字权力绝非简单的经济权力，若不加控制，极有可能演化为“数
字利维坦”。 在平台经济下，数字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更强且更隐蔽，而企业对劳动者承担的责

任却可能减弱。 妇女原本就集中于非正规就业、服务劳动和照料劳动，平台化与灵活化是否会进一

步把收入风险、就业风险和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妇女及其家庭？
数智化的生产方式无限扩展了价值生产的边界。 工业资本主义主要在劳动市场购买劳动力，

在工作场所使用劳动力，数字平台则可以从人的消费、交往、娱乐和生活中持续提取数据和价值。
普通人的点击、评论、位置、健康、消费和社交关系，都可能成为平台的数据资源。 尤其是在短视频

与自媒体平台上，普通人可以通过其展示家庭生活、育儿经历、婚姻关系、身体形象和情感冲突等获

取流量。 这看似为普通人，尤其是被排斥在正规就业之外的家庭妇女，提供了新的表达手段和经济

机会。 但与此同时，私人生活、关系和情感也被纳入内容生产和资本积累。 在这一过程中，妇女不

只是出卖劳动力，还需要经营自己的身体、性格、家庭和亲密关系。 生产不只是进入家庭，而是生活

本身逐渐成为可数据化、可传播和可变现的生产资料。 过去相对清晰的生产与生活、有酬劳动与无

酬活动之间的界线由此发生动摇。
新时代诞生于旧时代，旧时代的权力结构（包括性别权力结构）并不会在新时代自动消失。 工

业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财富占有、技术分工、组织层级和社会网络，都会被转化为数智时代的先发

优势。 原有的资本可以转化为对算力和人工智能的投资能力；原有的教育优势与职业优势可以转

化为模型研发和标准制定权；原来以男性为主的科技与投资网络也可能继续导致创业机会的性别

化区隔。 因此，数智时代可能扩大妇女的参与范围，却不必然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规则制定

权。 旧的性别结构即使被部分打破，也可能以新的表现形式延续。

四、数智技术会消除还是重构性别化分工：性别提问的有效性

工业时代最典型的性别化分工，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性分离。 男性更多进入有酬生产领域，
妇女更多承担生育、家务、养老与情感维系职责。 数智技术和具身机器人的发展，似乎为打破这一

结构提供了新的可能。 机器人可以承担清洁、搬运、监测、配送和部分护理任务，人工智能可以辅助

教育、医疗和家庭管理。 这些技术确有可能减少妇女承担的部分重复性、体力性和事务性劳动，也
可能降低某些传统男性职业的体力门槛。 正如社会学研究发现的，女性正在成为家庭智能技术的

管理者，但却可能增加新的认知劳动和技术管理劳动。 家庭内部的性别化分工或以新的形式存在。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情感机器人出现时，情感关系的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与人

的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 工业时代的女性主义批判情感劳动，而数智时代正在剥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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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智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什么变化：性别提问的限度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

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数智资本主义并没有

消灭资本与劳动的基本矛盾，只是改变了资本的形态、劳动的边界和阶级关系的表现方式。 数智资

本不只掌握厂房和机器，还掌握数据、算力、模型、平台和社会入口；与之相对的，劳动也不只包括签

订劳动合同的产业工人，还包括平台劳动者、内容生产者、数据标注者、知识劳动者，及其生活活动

被纳入价值生产但缺乏相应控制权和收益权的社会成员。 数智时代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比工业时代

更高。 工业时代生产社会化的经典视觉呈现是工厂大生产中的高度协作，数智时代的生产社会化

则表现为全社会共同进行的知识生产、数据生产和生活经验生产。 但在平台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些

社会化的生产成果被私人资本控制的平台占有。 在平台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消费者、生产

者与用户、雇员与自雇者之间的界线模糊。 平台资本正是通过这种身份模糊扩大了其剩余价值的

提取范围，同时也削弱了人们对共同生产者身份的认知和组织能力。 数智时代的阶级主体仍处于

形成之中。 妇女在阶级关系之中，而不是阶级关系之外。

六、数智时代妇女从哪里开始提问？

如果我们区分“从妇女出发”的提问与“从性别出发”的提问，暂时悬置诞生于工业时代的性别

视角，那么，数智时代的妇女提问就不能只从性别视角出发追问平等参与的问题。 妇女作为社会主

体，不仅要问数智技术将给妇女带来什么，更要追问人类社会将以何种社会关系组织数智技术，又
将以何种技术与制度组织人的生产和生活。

技术从来不只是生产力问题，而是关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大问题。 数智时代的妇女提问，
不能只问妇女该如何适应一个已经给定的新技术与新时代，而是要问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的生产

方式和社会关系中，妇女能否参与决定其发展方向。

超越技术中立：网络性别暴力的特征及治理路径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当代法治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伴随数字技术深度渗透，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已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０．７％跃升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６８％②。 信

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在赋能妇女发展的同时，亦将性别暴力的场域延伸至虚拟空间，妇女和女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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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小楠，女，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性别与人权、反歧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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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态势下最主要的受害群体。 ２０２６ 年 ６ 月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２０２６—２０３０ 年）》明确

提出“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重点打击网络性别暴力”，这是我国立法和人权政策文件中首次明确“网
络性别暴力”这一概念，标志着中国治理范式从泛化的“网络暴力”治理向具有性别敏感度的专项

治理转型，实现了与国际人权标准的深度接轨。

一、网络性别暴力的概念和特征

网络性别暴力在国际社会中也被称为技术助长型性别暴力，是指由一人或多人实施的，部分或

完全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或数字媒介等新技术来实施、协助、加剧和放大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①，涵
盖网络骚扰、隔空猥亵、深度伪造等多种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性别暴力并非完全独立于传统

性别暴力的新类别，除了人肉搜索、网络骚扰等网络 ／数字环境独有的性别暴力形式，存在利用新技

术加剧传统性别暴力或暴力行为线上线下相互转化的情况，例如，强奸过程中拍摄被害人身体隐私

部位制作影像并向多人传播，也属于网络性别暴力。 “网络性别暴力作为技术异化与结构性不平等

深度耦合的产物，其本质是性别权力支配结构的数字化延伸与重构。”②

网络性别暴力根植于性别不平等的文化，体现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又不断强化性别偏

见和性别歧视。 目前 ＩＣＴ 行业存在显著的性别结构性失衡，管理层女性仅占 １７％，这种结构性失衡

导致技术开发陷入“男性认知框架陷阱”。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出的，大型语言模型（ＬＬＭ）
存在性别偏见、恐同和种族刻板印象倾向，如果系统不是由多元化的团队开发，就不太可能满足不

同用户的需求，甚至无法保护他们的人权③。 同时，因训练数据内含历史偏见，ＡＩ 常将社会歧视编

码为“技术真理”，形成“技术镜像效应”。 算法不仅复制现实不平等，更通过流量机制优先推送厌

女内容，制造“暴力—流量—更多暴力”的恶性循环。 如果不加以合理规制，不断强化的性别偏见不

仅会限缩女性在网络空间的生存范围，还会影响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进一步加

剧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将进一步增加性别暴力发生的风险。
网络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虽不限于女性，但因植根于父权制与性别歧视，其对妇女和女童造成了

不成比例且系统性的危害。 据《经济学人》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数据，全球范围内针对妇女的网络性别暴

力总体发生率高达 ８５％，而年轻女性遭遇这种暴力的风险相对更高④。 根据 Ｓｅｎｓｉｔｙ ＡＩ 的数据，９０％
至 ９５％的网络深度伪造都是未经同意的色情图像，其中约 ９０％是描述女性的色情图像⑤。

网络性别暴力具有极强的时空延展性，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如韩国的“Ｎ 号房”事件

引发 ２６ 万人围观，因此给受害人造成的危害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即使侵权内容被删除，其造成

的社会评价降低、人格侮辱等恶劣影响已难以彻底消除。 同时，由于网络性别暴力往往具有隐蔽性

和匿名性，身份识别难，受害者维权门槛极高，常面临“立案难、取证难、追责难”的困境。 它对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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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童及其家庭与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均造成重大的健康、安全、政治和经济后果①。

二、国际社会对网络性别暴力的应对

网络性别暴力是数字时代性别不平等的新型表现形式，也是网络空间治理必须回应的重要议

题。 全球已形成以联合国文书为核心、区域性规则为支撑、各国专项立法为落地的治理体系。 ２０２４
年联合国通过首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网络犯罪公约———《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以及为打击利用

信息通信技术系统实施的某些犯罪并共享严重犯罪电子证据而加强国际合作公约》，规定“未经同

意传播私密图像”“网络儿童性剥削”等为犯罪，强化国际合作与证据共享。 ２０１５ 年以来，联合国消

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通过一系列一般性建议，持续要求缔约国把网络 ／数字空间纳入“对妇女一切

形式暴力”的国家义务框架，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网络侵害，并对社交平台 ／科技公司施加明确的尽

责（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与治理义务。 欧洲委员会制定的《伊斯坦布尔公约》为打击欧盟境内针对妇女的

暴力提供通用框架和标准。 世界各国也不断通过完善立法体系、加强和完善平台责任、提高执法能

力与司法水平、设立专职部门以统筹政策协调、主导技术创新和技术支持、构建受害者支持体系、培
养公众的法治素养和防范意识等综合手段应对网络性别暴力。

三、中国治理网络性别暴力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我国连续制定、修订法律政策为网络暴力治理作出规范指引。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禁止通过网络贬损妇女人格，并强调规制网

络性骚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与《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明确禁止网络欺凌，要求平台建立预警与处置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

“隔空猥亵”按猥亵犯罪定罪；《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将针对未成年人、利
用深度伪造技术列为从重情节；《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细化平台责任与处置流程。 与此同时，亦
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发布涉网络暴力典型案例，网络暴力治理取得诸多实效。

但目前仍存在法律体系碎片化，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受害者救济支持薄弱，技术研发投入不

足与政府主导力欠缺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对网络性别暴力的治理需超越“技术中立”，采取系统性且性别敏感的干预方案。 一是健全法

律政策体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设

专项条款，明确界定网络性别暴力及其表现形式。 出台专门司法解释，统一证据规则、量刑标准与

平台责任边界。 二是构建长效协同治理机制。 整合网信、公安、司法、妇联等多部门力量，建立常态

化联席会议与信息共享机制。 制定标准化办案指引，加强对执法、司法人员的专业技术与性别敏感

培训。 三是系统性强化平台责任。 推动平台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救济”的
全流程责任。 强制要求平台建立高效的性别暴力内容识别模型、便捷的受害者求助与举证通道、快
速的侵权内容删除与限制传播机制。 明确平台算法推荐责任，避免放大性别歧视内容。 四是升级

受害者保护与救济机制。 建立由政府主导的、专业的、具有性别敏感度的心理干预与社会修复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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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务体系。 完善精神损害赔偿与隐私保护制度，严禁在司法和新闻报道中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

害。 五是加强政府主导的技术研发。 加大对内容识别、溯源取证、深度伪造检测等关键治理技术的

研发投入。 六是建立国家级的技术支持平台，为基层司法提供能力支撑，掌握治理主动权。 七是深

化公众宣传与教育。 将网络性别暴力防治纳入全民法治教育与性别平等宣传。 利用新媒体创新宣

传方式，营造对性别暴力“零容忍”的网络文化。

人工智能在社会性别平等中的三重作用

周旅军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人工智能对社会性别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 已有讨论大多在风险与机遇两端摇摆，或强调其

加剧歧视的危险，或期许其促进平等的潜能。 笔者认为，更完整的认识是，人工智能在社会性别平

等中同时发挥着三重作用，即制造问题的破坏性作用、诊治问题的治疗性作用与增益价值的建设性

作用。 这就如同中医配伍之理，同一味药材，剂量与配伍不同，于人可成毒、可解毒、可滋补；人工智

能之于性别平等，也相应地可以是毒药、解药与补药。 这三重作用同时存在，其分野并不在于技术

固有属性，而取决于治理与引导。
破坏性作用之所以最受关注，是因为它在现实中反复导致消极后果。 人工智能常被寄予客观

理性的期待，但其偏见却系统性贯穿数据、算法到应用的全过程。 这种偏见并非技术凭空制造，而
是人类社会既有性别不平等的镜像。 训练语料充满刻板印象，标注者若缺乏审视，此类语料便会被

当作系统的标准答案，招聘、信贷等领域的自动化更将歧视规模化。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生成式人

工智能对偏见的处理并非简单复刻，而带有主动建构的性质，它能将散布在海量语料中的刻板印象

重组、强化与逻辑化，再以看似中立的方式重新生成，使偏见更隐蔽、更具说服力；同时，陪伴型应用

与语音助手默认的女性化人格，也在日常交互中持续操演着女性属于辅助角色的社会脚本。 “技术

中立”的迷思，正削弱着公众应有的警惕。
智能体更使这种破坏性作用从内容层面延伸到行动层面。 当人工智能从被动应答工具转变为

能够自主感知、决策与行动的智能体，偏见便转化为一连串真实的分配性决策。 以招聘智能体为

例，检索、评分、排序各环节中微小的偏倚叠加，看似合理的每一步最终导致性别倾向远超单一步

骤，却难以确认单一责任主体。 偏见由此从表征走向执行；当多个智能体协同工作时，单体偏差还

会经由交互而放大。 这是智能体时代性别风险的真正增量，也是治理必须直面的新课题。
此外，破坏性作用还体现在主观恶意的挪用上。 如果说系统性偏见大多是无意识的结构性偏

斜，那么深度伪造与性别化虚假信息，则代表了主动施害的路径。 研究表明，网络流传的深度伪造

视频绝大多数属于针对女性的非自愿色情内容；耸动的性别化叙事，也被系统性地用于攻击公共领

域的女性公众人物，意在动摇其可信度并挤压其公共空间。 这揭示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会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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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复刻偏见，更可能被蓄意用作针对女性的定向暴力工具。
但技术亦有其治疗性的一面，批量制造偏见的大模型既可用于精准地诊断偏见，其自身偏见也

并非不可治愈。 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等反映的社会规范为基准考察主流大模型，可以发现在

有明确规则的价值判断上，模型多能与本土性别平等规范及法律精神较好对齐，对歧视性做法给出

清晰否定并援引法律依据；但在兼具事实与价值冲突的复杂议题上（如面对“女性最佳生育时间”
等问题），模型往往退回单一的生物医学话语，忽视复杂的社会处境与个体自主性，将社会议题窄化

为规训话语，破坏性作用正是在这类隐蔽处发作。 然而，少数具备强推理能力的模型已能整合多元

视角、解构预设，分析水准逼近社会科学研究者。 这表明大模型“知道”性别规范与“会用”规范作

批判之间的落差，可以经由恰当引导而弥合。 毒药与解药之别，本质上是引导与对齐之别。
这一发现提示我们，算法审计与价值对齐在本质上是社会科学问题，而非单纯的技术工程问

题。 从技术逻辑看，生成式人工智能虽以训练语料中的统计模式为基础作概率生成，但预训练只是

第一步。 模型随后的指令微调与人类反馈对齐，正是通过人工示范与标注偏好将人类规则注入其

中。 换言之，大模型的价值取向是在人为引导过程中被“教”出来的。 各模型在有明确规则可循的

议题上的表层对齐，正是这种引导的产物。 公平是深刻依赖情境的规范性概念，因此，更关键的追

问在于对齐何种价值，是技术精英的偏好还是多元群体的权利？ 照搬外来框架可能成为新的偏见

来源，真正的科技向善必须以植根本土社会现实的规范为准绳。
在识别与防范之外，人工智能还可以发挥更进一步的建设性作用，被主动用于促进性别平等。

算法审计与内容检测属于规制式治理，重在划线与把关。 前者诊断并矫正模型内部的偏见，后者识

别并阻断深度伪造与虚假信息的传播、为平台问责与法律追责提供依据。 与之互补的则是赋能型

治理，注重源头疏通与事前引导。 经过价值对齐的大模型可以充当反思的引导者———当用户的提

问触发刻板印象时，提示其检视思维定势；它亦可承担育人功能，作为既能作出判断、又能说明理由

的模型，可以将性别平等观念注入缺乏敏感度的人工智能从业者认知源头；此外，它还能面向弱势

群体，为多由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者链接支持资源，并在基层纠纷调解中帮助识别家务劳动价值被

低估等隐性不公。 规制划底线，赋能育潜能，建设性作用正是在此类主动应用中显现出来。
三重作用交织的现实中，究竟显现哪一重，并非技术本身所能决定，而系于由谁、以何种方式引

导，这正是社会科学能否在场、如何在场的问题。 就在场的条件而言，长期以来，技术研发者往往缺

乏对社会偏见的敏感度，而社会科学家又被工程门槛挡在技术生产源头之外。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

在改变这一格局，它既使能（ｅｎａｂｌｅ）研究者，不必习得工程技能即可完成审计、测评等技术事务；也
赋能（ｅｍｐｏｗｅｒ）研究者，在与大模型的持续对话中习得新的研究技艺。 算法审计由此不再是工程师

的专属领域，社会科学家得以真正走近技术生产的源头。
这种在场不应只是工具层面的使用，更应深化为一种主体间互构，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

之间的双向赋能。 研究者应将尚未数字化、尚未公开的垂直领域知识导入人工智能，参与本学科垂

直大模型的建设，把何种问题值得研究、何种解释符合本土经验的学科判断注入其中。 以本土的社

会规范为基准，校验并修正大模型的性别相关判断。 当本土的知识与问题意识经由这些路径持续

进入人工智能，社会科学界便是在人工智能的维度上参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社会科学在场的最深层机制，可概括为“社会科学在环”（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ｏｐ）路径，它将

社会科学的参与从个别环节推进为贯穿全流程的结构性安排。 传统“人在环路”（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ｈｅ－
Ｌｏｏｐ）的通行做法，是在既定技术流程的关键节点引入集中式的人工审核与干预，其成效受制于专

家的可得性不足与规模化的瓶颈；社会科学在环则更进一步，将社会科学的概念、规范与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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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且分布式地嵌入工具选择、流程设计与系统构建的全过程，使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人机协同的内

在构件，而非外加的校验环节。 面向智能体，这一路径落地为将性别影响评估嵌入风险治理，并把

审计从测文本扩展到测行动，考察智能体在长程任务中如何决策；面向深度伪造与性别化虚假信

息，这一路径则要求将社会科学对性别化伤害模式的理解前置嵌入检测系统设计与平台规则制定，
使内容检测与法律追责不只是事后补救，而在源头处即已嵌入性别敏感。 唯有如此，治理框架才能

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风险给予对等关注，让公平包容成为智能治理的内在维度。
人工智能在社会性别平等中发挥破坏性、治疗性还是建设性作用，从来不由技术单方面决定，

而取决于由谁、以何种价值、在何种治理框架下引导它。 配伍之权，应当握在对社会之善有深切理

解的人手中；社会科学的责任，正在于摆脱事后补救的被动姿态，在技术生产的源头处切实在场。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ｒ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ＴＯＮＧ Ｘｉｎ　 ＳＯＮＧ Ｓｈａｏ－ｐｅｎｇ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ｎａｎ　 ＺＨＯＵ Ｌｖ－ｊｕｎ

Ｅｄｉｔｏｒ’ ｓ Ｎｏｔ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ｏｐｅｎｓ ｎｅｗ ａｖｅｎｕｅｓ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ｏｓｅｓ ｂｒａｎｄ－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ｂｉａ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ｔｈ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ｈａｓ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ｆｏｕ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ｅｎｇａｇｅ ｉ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ｉｓ ｔｏ ｄｉｓｐｅｌ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ｒａ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ｏｆ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ｎｇ Ｘ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ｉｇ － ｄａｔａ － ｄｒｉｖｅｎ ｒｉｓｋ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Ｓｈｅ ｓｕｍｓ ｕｐ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ｒｉｇｈｔ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ａｔａ ｓｉｌｏ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Ｓｏｎｇ Ｓｈａｏｐｅｎｇ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ｅ． Ｓｈｅ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ｅｒｅｌ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ｅｑｕ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ｅ ｗｏｍｅｎ’ 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ｎａｎ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Ｓ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ｉｍ ｒｅｍｅｄｙ． Ｚｈｏｕ Ｌｖｊｕｎ ｐｏｓｉ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Ｉ ｅｘｅｒｔｓ 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ｉａｓ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ｌｏｏｐ”， ｗｈｅｒｅｂｙ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ｕｐｆｒｏ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ｏ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ｏｎ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ｅｎ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ｄ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ｅｎｄ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ｂｉａｓ；ｏｎｌｉｎｅ ｇｅｎｄｅｒ－ｂａｓ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ｌｏｏｐ

（责任编辑　 李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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